
 

 1 

湖南省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及风险的空间分异 

丁建军 王璋 余方薇 柳艳红
1
 

（吉首大学 商学院，中国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以湖南省为研究区域，运用 ESTDA 时空分析法与地理探测器，系统梳理了湖南省扶贫小额信贷投放

与风险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湖南省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分布呈现边缘投放优先，中西部投放滞后的

特征，风险分布则集中于大湘西地区，尤其是怀化市下辖县市区。②信贷投放存在资源错配现象。罗霄山片区的投

放精准性与风险控制整体显著好于武陵山片区。③投放分布的空间格局与空间依赖方向较为稳定，大部分区域存在

路径依赖与锁定特征，但部分地区空间格局演变出现“高值集聚区域低值化及低值集聚区域高值化”的现象。整体

风险呈降低趋势，但两极分化明显，整体格局向低值集聚转变。④湖南省内相邻县域的投放优先度与逾期风险度多

呈协同发展关系，且大部分县域协同程度较高。⑤导致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及风险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中，除“是否

为国家级贫困县”外，其余因素均对贷款投放分布有显著影响，而贫困发生率、是否湖南省级贫困县、扶贫资金总

额及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等对贷款风险空间差异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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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务院扶贫办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量身定制的金

融扶贫产品。由于其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等一系列优惠条件，在提升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促进脱贫增收

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已成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2017 年，五部门再次联合出台《关于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

发展的通知》，着重强调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控与管理，进一步明确贷款过程中识别、使用与补偿机制，防范和化解扶贫小额信

贷风险。湖南省自 2013 年起就积极探索精准有效的金融扶贫机制，最早在麻阳县开展金融扶贫试点工作，尝试建立特惠、定向、

精准的金融扶贫机制，支持当地发展黑木耳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带动大批建档立卡户实现脱贫致富。2019 年 5 月，全国扶

贫小额信贷现场会在湖南省宜章县召开，总结交流扶贫小额信贷经验，湖南省宜章县、麻阳县等地区作为典型进行了经验分享。 

在 2014 年以前，传统小额信贷作为面向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优惠性金融服务模式已得到广泛的关注与认可。其信贷资源

的传递效率明显优于一般的贴息贷款项目［1］，具有良好的多维减贫效应，对降低贫困发生率与人均贫困深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

在农村地区，生产性小额信贷的减贫作用更为明显［3］。同时，小额信贷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帮助贫困个体实现减贫，对贫困地

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帮助［4］。但其也存在贫困瞄准不足，极度贫困农户容易被挤出［5］，无法满足不同贫困个体的多样化需求［6］等

问题。与传统小额信贷相比，我国扶贫小额信贷这一针对建档立卡户发展生产的特惠性金融产品具有识别精度高、优惠力度大、

用途更明确的特点，能够显著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程度［7］，促进贫困户尤其是女性及资金需求迫切的贫困户增收效果明显［8］。经

过几年的实践与发展，各地已涌现出一批值得推广借鉴的创新发展模式，如内蒙古科右中旗与贵州省雷山县的“贫富捆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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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互动”模式［9］、福建省屏南县“信息+服务”模式［10］等。但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地区也面临着贷款的实际用途发生偏移［11］、

金融机构与从业人员积极性不高、“户贷企用”的潜在隐患［12］、贫困户金融素养较低导致还款风险较大、金融机构交易成本提高
［13］

等困境。总体来看，现有国内外研究大多认为小额信贷具有良好的多维减贫效应，但大部分研究关注于传统的小额信贷或普

惠金融［14-15］，较少有学者关注扶贫小额信贷，而两者在识别方式、优惠程度与贷款目标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在扶贫小额信贷的

研究中，大多数为基于县、村调研案例的微观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较缺乏，且可能由于数据限制，多使用代理变量对扶贫小额

信贷进行近似衡量，尚未有使用扶贫小额信贷数据的研究。 

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基于湖南省县域扶贫小额信贷投放与逾期数据，关注扶贫小额信贷投放与逾期风险的区域差异，探

索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和逾期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首先，应用 2013 年来累计数据分析小额信贷投放与风险的整体

空间分布情况，其次基于 2018 年 8—11月的月度数据分析其近期变化趋势及时空交互特征，进一步地，使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

扶贫小额信贷投放与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识别。最后，基于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及时空演变特征阐释湖南省扶贫小额信贷投

放及风险空间分异形成机理。 

1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区域概况 

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是我国东南腹地，总面积 21.18 万 km2，总人口 7296.96 万人，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共计 604.99 万人，是我国 6 个贫困人口超过 500 万的省份之一。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51.2%，

丘陵及岗地占 29.3%，平原占 13.1%，水面占 6.4%。境内有武陵山片区与罗霄山片区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域。2014 年设立省级

贫困县 51 个，截至 2018 年 8 月，仍有 37 个贫困县尚未脱贫摘帽，仍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69.19 万户，贫困人口 215.99 万人。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全省累计投放扶贫小额贷款 50.21 万笔，共计 198.97亿元，全省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到期贷款 43.09 亿元，

正常收回的到期贷款 39.82亿元，已办理展期 2.55 亿元，办理无还本续贷 0.74亿元。 

1.2 研究方法 

1.2.1 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 

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是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最早由 Rey 提出［16-18］。ESTDA 能够定

量反映局部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为时空演变分析提供更适宜的评估方法。 

LISA 时间路径将时间维度引入空间联系局部指标（LISA），实现连续截面上 LISA的动态表达［19］。 

1.2.2 迁移矩阵 

迁移矩阵是一种简单的数据整理形式，通过对期初与期末所有地区演变情况汇总分析了解地区的类型转变以及不同时期地

区类型变化的规律（表 1）。 

表 1迁移矩阵示意表 

  T+1 时期 

  类型 A 类型 B 

T 时期 类型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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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B c d 

 

注：a、b、c、d分别是个数或占比。 

迁移矩阵能够直观地表现 T时期某类型地区在 T+1时期发生的类型转变。具体如：表 1中第一行的意思是，T时期为类型 A

的区域中，在 T+1时期仍为类型 A的区域个数（或占比）为 a，转变为类型 B的区域个数（或占比）为 b，其他行类推。显然，

对角线上 a、d表示在 T～T+1时期，类型未发生变化的区域个数（或占比）。通过这种简单的整理分类，能够较为清晰地识别区

域类型的演变过程。 

1.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20］是由王劲峰等提出的用于探测分异及其影响因子的统计方法，公式如下： 

 

式中：q 为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q 值越高，说明该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能力越强；N 为总体区域个

数；Nh为次一级分类或层 h中的区域个数；σ2是被解释变量的总体方差；σ2h则为层 h中的方差。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1.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扶贫小额信贷投放与逾期数据来自于湖南省扶贫办《扶贫小额信贷资料汇编》，县域统计数据均来自湖南省统计年鉴，

各地市、县域统计公报以及湖南省“互联网+监督”信息公开平台。核心数据及其说明见表 2。 

表 2核心变量及对应时期 

变量名称 对应时期 

当月贷款投放金额 2018.8—2018.11 

当月贷款投放笔数 2018.8—2018.11 

历年累计贷款投放金额 2014.1—2018.11 

历年累计贷款投放笔数 2014.1—2018.11 

当月逾期贷款笔数 2018.8—2018.11 

历年累计贷款逾期笔数 2014.1—2018.11 

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总数 2014.1—2018.11 

现仍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数 2018.8 

 

1.3.2 贷款投放优先度与贷款逾期风险度 

由于不同县域的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均有明显差异，贷款投放、贷款逾期的金额及笔数这一绝对量不能准确反映湖南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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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扶贫小额信贷投放的优先程度和逾期风险的差异。为了克服这一不足，构建如下投放优先度、逾期风险度指数： 

投放优先度:  

逾期风险度:  

式中：T表示累计数据或是月度数据；i表示某一县域；s表示县域总体；A表示投放金额；P表示贫困人口数量，其中当 T

为累计数据时，PT 表示原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总数，当 T 表示月度数据时，PT 表示现仍未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量；R 表示

逾期贷款笔数；F表示贷款投放笔数。投放优先度与逾期风险度指数的优点有二，一是充分考虑贫困人口基数的差异，二是通过

测度局部区域与总体区域的偏离程度衡量区域投放与逾期风险的差异，当指数大于 1 时说明该区域是投放优先区域或高逾期风

险区域，且数值越大说明程度越高。 

2 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及逾期的时空演变分析 

2.1 空间分布类别分析 

如图 1，依据累计贷款投放优先度与逾期风险度指数，可将所有县域分为 0、1、2及 2以上四类，其中标记为 0的区域表示

无贷款投放且无逾期风险，数值在 0与 1之间的区域表示为非贷款投放优先区域或低风险区域，数值在 1～2之间以及 2以上的

区域则表示贷款投放优先区域或高风险区域①2。 

 

从累计贷款投放来看（图 1a），除长株潭地区的几个市区之外的所有县市区均有过投放，扶贫小额信贷的覆盖面较广。其中

投放优先度大于 1 的地区集中在湖南省西部的怀化、张家界，北部的常德，东北部的岳阳和南部与东南部的郴州、永州地区。

                                                        
2①为方便图例数值划分，图 1中取一很小的数（0.01）作为最低水平的断点。实际在图 1的两幅图中，数据小于 0.01的均为无

贷款或无风险区域（数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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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优先度大于 2 的区域主要有常德市的桃源县，岳阳市的华容县和临湘市，郴州市的永兴县、临武县和桂东县，永州市的零

陵区、双牌县。可见，这些地区是扶贫小额信贷的优先投放区域。整体来看，湖南省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分布呈现“边缘投放优

先，中西部投放滞后”的特征。 

从累计逾期风险来看（图 1b），122 个县域中有 67 个累计逾期风险度为 0，占比 54.9%，累计逾期风险度小于 1 的共计 99

个，占比81.1%。可见，湖南省扶贫小额信贷总体风险可控。不过，局部地区逾期风险较高，主要集中在大湘西地区，部分零散

分布于中东部地区，风险最高的地区是怀化市，12个县市区中仅有 2个风险度低于 1，其余 10个均在 2以上，应成为扶贫小额

信贷逾期风险重点监控区域。此外，湘西州的保靖县、娄底市的娄星区和涟源市、长沙市的宁乡市、岳阳市的平江县、株洲市

的渌口区也是累计逾期高风险地区。 

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进一步地，对扶贫小额信贷累计投放优先度与逾期风险度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探索。累计投放优先度的全局Moran'sI指数为

0.571，累计逾期风险度的全局 Moran'sI 指数为 0.181，二者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p值均接近于 0。说明湖南省扶贫小

额信贷累计投放及逾期风险均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且前者的自相关程度更高。 

局部空间自相关方面，依据 LISA集聚图整理后见表 3。 

表 3 局部自相关分析结果 

评估指标 集聚类型（县域数） 县市区 

 HH（10） 
株洲市（炎陵县）、郴州市（安仁县、资兴市、汝城县、苏仙区、宜章县）、岳阳市（南

县、岳阳 县、云溪区、君山区） 

累计贷款投入优先度 
HL（2） 

LH（2） 
长沙市（浏阳市、长沙县） 郴州市（北湖区、嘉禾县） 

 LL（16） 

湘西州（永顺县）、邵阳市（隆回县、邵阳县、新邵县、武冈市）、长沙市（岳麓区、

开福区、芙蓉 区、雨花区、天心区）、湘潭市（雨湖区、岳塘区）、株洲市（石峰区、

荷塘区、芦淞区、天元区） 

 HH（7） 怀化市（溆浦县、麻阳县、鹤城区、芷江县、中方县、洪江市、会同县）、 

 HL（2） 邵阳市（邵阳县）、衡阳市（耒阳市） 

累计贷款逾期风险度 LH（5） 怀化市（辰溪县、靖州县）、邵阳市（洞口县、绥宁县）、株洲市（醴陵市） 

 LL(10) 
衡阳市（衡阳县）、永州市（祁阳县、宁远县）、郴州市（苏仙区、资兴市、汝城县）、

长沙市（雨 花区）、湘潭市（岳塘区）、株洲市（石峰区、荷塘区） 

 

累计投放优先度存在明显的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高高集聚区域有两个，一是湘东南地区郴州市的 5 县市加上株洲市的炎

陵县，二是湘东北地区岳阳市的 4 县区，说明这两个集聚片区中扶贫小额信贷投放水平均较高。低低集聚区域则分布在三个方

位，一是湘西州的永顺县，湘西州扶贫小额信贷整体投放水平普遍较低，仅有花垣县与泸溪县的优先度处于1～2的区间内，这

与湘西州 8 县市均为国家级（省级）贫困县、集中连片特困区县和深度贫困县（吉首除外）的贫困地位并不相符，可见扶贫小

额信贷累计投放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急需资金发展的深度贫困地区投放相对不足，相对富足的非贫困区域或一般贫困区

域投放优先于深度贫困地区；二是邵阳市的 4 县市，这 4 县市均位于武陵山片区的边缘地带；三是长株潭核心市区，由于长株

潭核心市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少，扶贫小额信贷投放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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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逾期风险度也呈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特征，少量高低集聚与低高集聚区域分布在高高、低低集聚区域的周围。高高集

聚集中分布在怀化市，该市 12县市中有 7县市集聚类型为高高集聚，意味着怀化市小额信贷逾期风险普遍较高。显著的低低集

聚区则分布在湘东南地区的永州与郴州两市，信贷逾期风险较低。进一步地，对湖南省武陵山区与罗霄山区境内的县域进行比

较，发现罗霄山区的贷款投放优先度要显著高于武陵山区且罗霄山区的逾期风险更低。可见，罗霄山片区的贷款投放与风险防

控工作整体好于武陵山片区。 

2.3 时间路径分析 

为了防范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湖南省扶贫办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小额信贷规范管理和风险防

控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加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管理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政策出台

后，各县市区风险管控成效及风险空间分布的演变趋势如何，可应用 ESTDA 分析框架对后续月度投放优先度及逾期风险度空间

分布的动态演变路径进行分析①。 

2.3.1 投放优先度 

对比 2018 年 8月与 11月的数据发现②3，零投入区域和投入优先度在（0，1）区间的县市区数量均有增加，由 8月份的25、

47 个分别增加到 11 月份的 36、62 个，说明部分县市区的扶贫小额信贷投放正在发生动态变化，但大部分小额信贷投放优先区

域的分布并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仍以省域边缘地区为主，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 

 

图 2 表明，时间路径相对长度大于 1 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三个方位，一是大湘西地区，集中在怀化市、湘西州的部分地区，

二是湘东北地区，包括常德、益阳、岳阳、长沙的部分地区，三是湘东南地区，包括株洲、郴州的部分地区。时间路径相对长

度越长表示该地区 LISA坐标移动轨迹与其他地区相比更长，说明这些区域具有更加动态的局部空间格局变化。时间路径弯曲度

较高的区域仍分布在大湘西、湘东北与湘东南地区，但其分布与相对长度较长区域的分布并不完全一致。时间路径弯曲度较高

表示该地区 LISA 坐标移动轨迹的波动性较强，这意味着，8 月份后这些区域局部空间格局变化更多的是一种波动性变化。将二

者结合来看，时间路径相对长度较长而弯曲度较低的地区的投放优先度局部空间格局在 8—11 月发生了稳定变化。对比发现，

                                                        
3①由于 2019 年的数据尚未报告，故只能对 2018 年 8—11月进行短期路径分析。 

②由于篇幅原因，2018 年 8月与11月的投放优先度与逾期风险度的对比图并未报告，如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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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主要有怀化、湘西州、衡阳、常德、岳阳的部分县市区，其中衡阳的珠晖区、雁峰区等地区逐渐向低值集聚转变，湘

西州的吉首、凤凰、花垣等地区逐渐向高值集聚转变，常德、岳阳、怀化既有向低值集聚转变也有向高值集聚转变，但总的看，

在这部分空间格局发生稳定变化的地区中，除少数县市外，期初投放较多的地区正在逐渐减小投放规模，而与之对应，期初投

放不足的地区正在逐步增大投放规模。 

2.3.2 逾期风险度 

贷款逾期风险度方面，绝大多数县市区 8月与 11 月的逾期风险度为 0，但值得关注的是，在风险度高于 1 的区域中，超半

数的区域风险度高于 2，表明湖南省扶贫小额信贷逾期风险存在两极分化的特点。不过，随着湖南省 2018 年扶贫小额信贷风险

管控文件的逐步出台，风险度高的区域在减少，整体风险呈现降低趋势。 

贷款逾期风险度时间路径相对长度在 2 以上的区域位于常德市、怀化市、郴州市与株洲市部分县市区，而处于（1，2）区

间的区域主要与相对长度最长的区域相邻，形成了湘西、湘东北、湘东南三个空间结构动态变化较为显著的片区。贷款逾期风

险度的弯曲度总体较低，表明大部分区域的动态变化波动性低，空间依赖方向较为稳定。而衡阳市部分县市区与湘西州的吉首、

凤凰、泸溪等县市对应的弯曲度较高，说明在这些区域扶贫小额信贷逾期风险度的空间分布结构演变过程中，主要发生的是波

动性变化。在时间路径较长而弯曲度较低的地区中，与投放优先度不同，除个别区域外，绝大多数地区均向低值集聚转变，即

大部分区域贷款风险均在降低。 

2.4 时空跃迁分析 

迁移矩阵在揭示局部空间类型跃迁时具有良好的效果。由表 4 可见，贷款投放优先度与贷款逾期风险度在共计 366 次局部

空间类型变化中，未发生跃迁变化的分别占了 266、255次，占比 72.7%、69.7%，时空凝聚指数分别为 0.735 与 0.710，表明贷

款投放优先度与贷款逾期风险度总体空间格局较为稳定，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与锁定特征，在未发生跃迁变化类型中，LL 是最

为稳定的空间集聚结构，分别有153、183 次，表明贷款投放与贷款风险低值集聚区域的路径依赖与锁定特征更为显著，难以发

生类型上的跃迁转变。在投放优先度中，HH类空间集聚是四类中最不稳定的，期初为HH类的区域中，有 45.7%的地区发生了类

型转变①4，且 HL、LH 类区域中也有较大比重转变为 LL集聚类型。说明投放优先度的高值集聚区域会逐渐向低值转化，即高投放

地区的投放水平会逐渐降低。在逾期风险度中，HH、HL、LH 三类型均表现非常不稳定，在期初为这三类型的区域中，分别有 45.9%、

50.6%、56.0%的区域发生类型转变，且呈明显的低值化转变倾向。 

表 4 空间迁移矩阵、类型与凝聚 

 t/t+1 HH LH HL LL 类型 n 比例 SF SC 

 HH 0.543 0.257 0.171 0.029 Type0 266 0.727   

贷款投放优先度 
LH 0.077 0.692 0.022 0.209 Typel 40 0.109 0.260 0.735 

HL 0.080 0.000 0.600 0.320 Type2 55 0.150   

 LL 0.011 0.137 0.042 0.811 Type3 5 0.014   

 HH 0.541 0.270 0.108 0.081 Type0 255 0.697   

贷款逾期风险度 
LH 0.072 0.494 0.060 0.373 Type1 33 0.090 0.273 0.710 

HL 0.120 0.040 0.440 0.400 Type2 67 0.183   

 LL 0.009 0.131 0.032 0.828 Type3 11 0.030   

 

                                                        
4①研究过程中，还将累计贷款投放优先度作为各地区期初空间集聚类型做了空间迁移矩阵，以探索更长期下空间集聚类型的转

变，由于篇幅原因未在文中报告。结果显示，由HH集聚类型转变为其他集聚类型的占比还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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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时空网络分析 

时空网络分析中，贷款投放优先度（图 4a）与贷款逾期风险度（图 4b）均存在 320对县域相邻关系，其各县域关联强度加

总分别为 81.11、121.74，表明县域间投放优先度与逾期风险度的演变过程以协同关系为主，且逾期风险度的协同程度更高。在

投放优先度中，呈正向关联的有 211 对，占比 65.94%，其中强正向关联 146对，占正向关联的 69.19%。而逾期风险度中，正向

关联有 229 对，占比 71.56%，其中强正向关联182 对，占正向关联的 79.48%。这说明在相邻县域，由于地理位置、贫困程度、

社会环境的相似性，贷款投放及逾期风险的演变趋势大多一致。投放优先度的负向关联有109 对，其中强负向关联有 60对，从

图中看较为稀疏，集中分布于湘中、湘南地区，逾期风险度的负向关联有 91 对，强负向关联有 47 对，主要分布于湘中、湘北

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县域与相邻多个县域呈负向关联关系，在图中表现为蓝线汇聚的中心，如图 4a中的桑植、安化、溆

浦、双峰、双牌、嘉禾、宜章、炎陵等县域与图 4b中的桑植、保靖、汉寿、岳阳、湘阴、洪江、溆浦、隆回、资兴等县域，该

类区域与相邻的多个县域均体现为负向关联，说明该类区域与相邻县域投放优先度及逾期风险度的演变过程中，演变趋势存在

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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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及逾期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变量选取 

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及逾期风险可能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已有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 4 类 9 项解释变

量。 

需要说明的是，所选变量数据时间不完全一致，但由于地理探测器对数据需进行离散化处理，其本质是一种层级分类，故

上述数据仍能较好地反映湖南省县域不同维度的层级分类。 

表 5 变量选取及说明 

变量分类 具体指标 数据来源 

y1 因变量 1 累计贷款总金额 湖南省扶贫办（截止于 2018.11） 

y2 因变量 2 累计贷款逾期率 湖南省扶贫办（截止于 2018.11） 

x1 
贷款需求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 湖南省“互联网+监督”信息公开平台 

x2 贫困发生率 湖南省“互联网+监督”信息公开平台 

x3 
贫困县属性 

省级贫困县 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共计 51个 

x4 深度贫困县 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共计 11个 

x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湖南统计年鉴（2018） 

x6 
产业基础 

扶贫资金投入总额 
湖南省“互联网+监督”信息公开平台， 

截止于 2017 年 12月（2018 年尚未报告） 

x7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 湖南统计年鉴（2018） 

x8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湖南统计年鉴（2018） 

x9 金融普及水平 金融网点数量 电子地图查询获得（2019.7） 

 

3.2 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 

应用地理探测器得到不同影响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 q值，见表6。 

表 6 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y1 0.732*** 0.605*** 0.334*** 0.013 0.484*** 0.673*** 0.474*** 0.156*** 0.186*** 

y2 0.160 0.174*** 0.106*** 0.004 0.102 0.234*** 0.222*** 0.030 0.080 

 

①累计贷款投放的影响方面，除“是否深度贫困县”外，其余变量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显著影响。其中，影响力度最

大的变量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量（0.732）与贫困发生率（0.605），即贫困人口越多，贫困发生率越高，扶贫小额信贷需求

越高，进而贷款投放力度越大。值得关注的还有产业基础的影响，人均 GDP、扶贫资金投入总额以及县域产业结构均对扶贫小额

信贷投放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扶贫资金投入总额（0.673）影响力度最大，人均 GDP（0.484）与第一产业产值占比（0.474）次

之、第三产业产值占比（0.156）最低。一个区域扶贫资金投入越多、人均 GDP 越高，说明该地区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基础，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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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发展产业的机会也相对增多，扶贫小额信贷也更倾向于跟进。产业结构方面，一产产值越高，说明农业产业在当地经济发

展中贡献较大，扶贫小额信贷更可能支持贫困户参与农业扶贫产业项目，同理，若三产产值越高，则扶贫小额信贷更有可能发

展服务业、乡村旅游或是“一三融合”模式的扶贫项目。相对而言，农业产业项目对扶贫小额信贷投放更有吸引力。金融普及

水平方面，金融网点数（0.186）虽存在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力度较小，金融网点数一方面可能影响贫困户借贷便利程度，另一

方面金融普及度通过提升贫困户金融素养进而影响扶贫小额信贷投放。贫困县属性方面，省级贫困县（0.334）对扶贫小额信贷

投放有显著影响，但深度贫困县（0.013）的影响力度很小且不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湖南省在扶贫小额信贷投放中不够精准，

最为贫困的深度贫困县扶贫小额信贷投放不足，而相对富裕的贫困县投放较多。 

累计贷款逾期率影响因素方面，总体显著性相对较差。这与前文中逾期风险分析的发现基本吻合，贫困地区中既有风险度

较高的县域，也存在一部分低风险县域，不同县域的风险异质性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探测结果。在 9 个影响因素中，有显著影响

的为 4个，分别是贫困发生率、是否省级贫困县、扶贫资金投入总额与一产产值比重，其中扶贫资金投入总额（0.234）与一产

产值比重（0.222）影响力度较大，而贫困发生率（0.174）与是否省级贫困县（0.106）影响稍低，说明相对贫困的地区具有相

对更高的逾期风险，但由于最为贫困的深度贫困县中投放相对不高，高风险区域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这一探测结果。 

4 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及风险空间分异机理 

如图 5 所示，扶贫小额信贷投放的影响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贷款需求路径，在深度贫困区域，一方面贫困人口基数大，

贫困发生率较高，产生较大的小额信贷需求会促进当地小额信贷的投放。但另一方面，贫困人口金融素养较低，不了解扶贫小

额信贷的政策、运作过程，且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能力缺失，对扶贫小额信贷需求不足同时也抑制了小额信贷投放的增长。在一

般贫困及非贫困地区则与之相反。二是扶贫小额信贷投放选择路径，一方面由于扶贫小额信贷天然的亲贫性，其投放要求中存

在越穷投入越多的特点，但另一方面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无法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提供相应产业支撑，这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小额信贷亲贫性的发挥。可见，在投放的两条影响路径中，均存在互为拮抗的影响因素，故最终扶贫小额

信贷投放量由促进投入及抑制投入两种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 

 

在小额信贷投放的初期，尽管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基数大且贫困程度较深，但投放受到当地贫困人口金融素养、发展动

力及区域产业发展基础的严重约束，故小额信贷往往先投放到经济相对发达的非贫困区域或一般贫困区域。这与前文中提到湖

南省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小额信贷投放情形相吻合。随着扶贫小额信贷的持续投放与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初期集中投放的地区

贫困户逐渐脱贫，贫困人口、贷款需求进一步减少，抑制投入作用增强，最终减少在该类区域的信贷投放。而初期投入不足的

深度贫困区域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及金融素养不断提升，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增强，抑制投放的约束逐渐

减少，最终增加信贷投放，这与前文湖南省各县域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局部空间结构变化过程中，部分高值集聚区域低值化及低

值集聚区域高值化的情形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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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小额信贷的逾期风险来源于两个层面。一是家庭风险，贫困户的可行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较差，脆弱性高，故具有较

高的家庭风险。二是管控风险，一方面深度贫困地区可能会更加引起政府的风险关注，提前加大扶贫小额信贷风险管控力度，

能够降低风险。但另一方面，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多，扶贫任务重，管理难度大，也容易出现管控不足，故风险的空间分异

由各县域的管控力度及水平，贫困户的可行能力等因素综合决定。不同县域异质性强，贫困或非贫困地区均可能有较高风险，

这也为前文逾期风险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不够理想提供了解释。此外，风险暴露与投放数量关联较大，若投放数量很少，风险可

能不易发现，而这部分地区的潜在风险有可能会随着投放增多而暴露出来。 

5 结论与建议 

应用 ESTDA 和地理探测器法，对湖南省扶贫小额信贷的投放与风险的时空差异及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

湖南省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及风险空间差异明显，投放分布呈“边缘投放优先，中西部投放滞后”的特征，风险分布则集中于大

湘西地区，尤其以怀化市下辖县市区为主。②扶贫小额信贷累计投放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急需资金发展的贫困地区投放

相对不足，相对富足的非贫困区域投放显著优先于贫困地区。此外，罗霄山片区的投放优先度与风险防控整体显著好于武陵山

片区。③时空演变趋势上，投放分布方面，大多数县域局部空间结构较为稳定，波动性较弱，但部分地区空间格局演变出现“高

值集聚区域低值化及低值集聚区域高值化”的现象。风险分布方面，整体处于优化降低阶段，但两极分化趋势明显。④湖南省

相邻县域的投放优先度与逾期风险度多呈协同发展关系，且大部分县域协同程度较高。⑤影响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及风险的因素

中，除“是否国家级贫困县”这一变量外，其余因素均对扶贫小额信贷投放有显著影响。而贫困发生率、是否省级贫困县、扶

贫资金投入总额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对扶贫小额信贷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扶贫小额信贷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重要支持举措，对我国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有着重要的意义。各地积极探索，创新了

不少的典型经验，但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风险。湖南省扶贫小额信贷总体表现良好，且有多个县域的经验作为典型在全国范围

推广，但本文的分析也还存在不少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①纠正扶贫小额信贷投放错配现象，加大对深度

贫困地区扶贫小额信贷投放，适当控制非贫困地区的扶贫小额信贷配给。②重点关注扶贫小额信贷的风险管控，防范化解可能

出现的风险，针对部分风险集聚区域，加大监控力度，将风险控制在合理区间内。③多维度剖析投放不足与风险偏高存在的根

源，从发展基础、当地贫困群体金融素养、内生发展动力以及政府管控水平等方面寻找原因及应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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